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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界通常把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与文化谱
系的研究归为“文化历史考古”，把聚落考古、墓葬分
析以及手工业研究称为“社会历史考古”。近年来，张
弛提出，目前“这两套研究方法还缺乏相互间的内在
联系，以致近年来史前考古凡是以‘文化与社会’为
题的研究论述都不免有‘两张皮’之嫌”。为此，他提
示，文化历史研究探讨文化或群体的来源与关系，是
取自社会外部关系的角度；社会历史研究关心社会
阶层、社会关系和社会革命，则是社会内部的问题；
二者之间应有内在的联系（张弛：《民族与革命——
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文物》2021 年第 6
期）。这一概括从社会群体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视角将
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联系起来，对于整合
两种范式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的这种内外部关
系首先可从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时段的发展图景中得
到初步验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及晚期早段（距今约
9000-6000年），各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都
不大，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尚不深入，交流的
文化因素多限于个别器物。与这种外部关系格局相
对应的是，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基本属于规模不大
的村落组织，其人群亦未见明显的社会财富或地位
的分化和分层现象。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段（距今
约 6000年以降），不少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明显增
大，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原本分属不同
考古学文化的区域被整合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空间
范围内；同时，文化交流的空间距离明显增大，出现
了跨文化区、更大范围的文化趋同现象。同这种外部
关系相应的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
突出的表现是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具有主从关系
的聚落群、大墓和专业化的手工业产品。这表明，此
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单元、社会分化或分
层以及专业分工现象。上述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
外部关系（文化历史）和内部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很
可能是互为因果的，有时甚至是同一社会现象的不
同表现形式。

当然，要揭示文化历史考古与社会历史考古内
在联系不能仅停留在上述宏观的层面，而要深入具
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中，将二者的关系更清晰地联结
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统一叙事的主体。社会
历史考古叙事主体通常是“人”，而文化历史考古常
常以“物”的视角来表现。统一主体就是要将文化历
史考古的叙事主体从“物”转变为“人”。中国考古学
界呼吁多年的“透物见人”，在这一问题上同样适用。

现阶段的文化历史考古在叙述考古学文化外部
关系时，常常无差别地使用“交流”“影响”等字眼。这
种无差别表现在，不论是论述裴李岗时代还是仰韶、
龙山、二里头时代不同文化关系时，抑或是描述强势
考古学文化与弱势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时，都一律以

“交流”“影响”笼统概括。实际上，裴李岗时代一个考
古学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影响”，与处于国家组织
中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其背后的社
会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再如，目前二里头文化中发现
不少岳石文化的器物，反之则比较少见。从“物”的角
度，当然可以说是岳石文化“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但
是考虑到二里头都邑和国家组织的存在，其文化与
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岳石文化，上述“影响”现象
也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虹吸效应”的结果。研究表明，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及之前，岳石文化因素主要出现
在二里头文化的高等级聚落（贺俊、张飞：《论豫西晋
西南等区域的岳石文化因素》，《考古》2025 年第 5
期）。这可能是“虹吸效应”存在的证据之一。被“虹
吸”的主体只能是“人”。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变
成二里头文化“影响”了岳石文化的人群。这种视
角将叙事主体从“物”转变为“人”，实际上也达到

了统一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的目标，因为它将器物传播的
现象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内部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联系了起来。对
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出现的大量岳石文化因
素，学界普遍认识到可能与夷商联盟灭夏的历史事件有关（同上引
文）。这种将文化传播与文献记载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实现“透物见
人”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在论及文献记载匮乏的史前时期，除了个
别研究外（如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
2期），要实现上述目标，常常面临较大的难题。这就更要求研究者要
有意识地紧密联系社会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表现，以“人”的视角来
代替“物”的视角，即以“虹吸”“战争”“贸易”等具体叙事来代替无差
别的“交流”“影响”的抽象概括。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论述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
之间的关系。比如，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庙底沟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
类型的彩陶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核心，向外传播范围非常广，西至甘青
地区，东抵海岱地区，南到长江中游，北达内蒙古地区。近年来，王炜林
注意到，庙底沟彩陶与其常见半地穴五边形大房子同生共灭，并根据大
房子的结构及其共存遗迹提出这种大房子是一种彩陶作坊（王炜林：

《庙底沟文化“大房子”功用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3期）。
这一认识为从规模与专业化生产、经济贸易的角度解读庙底沟彩陶的

“抽象”传播提供了线索。与之类似的案例还有长江中游油子岭文化晚
期陶器群的传播。据研究，关庙山遗址四期（相当于油子岭文化晚期）出
现了快轮拉坯技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枝江关庙山》第
868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这种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引发制陶效率和
规模的提升，这一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陶器贸易与此时油子岭文化陶
器大范围传播很难说没有关系。

在距今 5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良渚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以
及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目前发现的南佐遗址、良渚古城、石家河古
城、双槐树遗址、焦家古城等，多被认为已经进入文明或早期国家社
会。与这一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相伴的外部关系表现是，相关地区出现
了一场史前文化大迁徙现象，“使得北起长城沿线，南至岭南，西起
黄河和长江上游，东至东海之滨，从文化的联系和认同上连为一体”
（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
年第2期）。这种“文化大迁徙”现象很可能与国家组织的出现互为
表里，因为国家的出现与崩溃牵扯到战争、移民、逃亡。张莉曾提
出，洛阳盆地二里头国家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移民的结果 （见

《作为移民城市的二里头：考古所见夏中晚期徙民政策及其历史意
义》，《南京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詹姆斯·斯科特论证过早期
国家形成过程中，常常存在逃离国家统治的群体 （《逃避统治的艺
术》，三联书店，2016年）。向桃初曾指出，二里头文化末期该文化
在南方的传播可能就是夏王朝覆灭时被动迁徙的产物（《二里头文化
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历史
考古所揭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韩建业：《早期中
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与社会
历史考古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表现形式。
换言之，从整合文化历史考古和社会历史考古的角度来说，探讨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应当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结合起来研
究。这或许是提出这一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陶器是我国出土数量最多、型式最丰富的遗物，是史
前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其中，陶器形态作
为陶器的五大要素之一，历来受到最多的关注，特别是在
陶器组合类型丰富，形态变化明显的区域，器物特征是分
期断代的重要标志。而同属于陶器主要表征的陶器纹饰
（以下简称陶纹），作为陶器最重要的附属部分，承载着先
人生活的关键信息，可以说，它的产生、发展与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社会演进、审美意蕴、认知观念等息息相关，折
射出古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是反映史前生活图景的一面
重要的镜子，在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同样具有关键地位和
作用。

陶纹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可以
为研究考古学的文化分期与交流提供帮助。尤其是在一
些陶器种类单一、器形简单的史前考古学遗存研究中，陶
纹存在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不同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发
现的陶纹往往具有自身的特色，纹饰种类、分布位置、排
列方式、数量多寡等都是判定遗存性质、推定文化亲疏、
探究人群动态的重要线索。二是研究先人制陶工艺进程
的重要媒介。陶纹具有防滑、加固陶器器壁和增强陶质的
实用功能，例如，在陶器表面不断拍打，会大幅提升器壁
致密度，使陶器更结实、耐用。因此，陶纹更深层次地体现
出史前制陶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史前制陶技术演进的重
要表现之一，与另外三个陶器要素（陶质、陶色、制法）共
同构成制陶技艺的关键表征和考量因素，李文杰的《中国
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是此方向的代表成果。三是一定程
度上具有表达文化认同的作用。某些考古学文化中特定
纹饰的高频率出现，应该是反映特定人群共同的文化追
求，如高庙文化中发现的由戳印篦点组合而成的兽面纹、
八角纹和鸟纹等，具有极其强烈的神秘色彩，发掘者认为
有祭祀的功用，承载着浓烈的宗教意味。四是探索古人精
神世界的一把钥匙。陶纹具有美化和装饰器身的作用，有
时还附带符号属性，是古人将现实生活上升到精神追求
的创造，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和文化底蕴，具有厚重的艺术
与人文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史前陶器纹饰往往采用对
称、反复、交叉、等分、重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定的韵律
感和协调性，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享受。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以陶纹为切
入点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或是聚焦于某个考古学文化中
的陶纹风格分析，如高忠晓认为大溪文化的陶纹题材来
源于先民编织、捕鱼等生产活动的现实写照和自然现象
的真实反馈，指出施加陶纹的位置、数量与生活习惯和实
际用途密切相关，同时追求纹饰与器物的相辅相成和对
称、主次等艺术效果，形成独特的设计风格；或是系统梳
理某一地区的特色纹饰发展脉络，如彭适凡关注到南方
地区长时段存在的几何印纹陶，详细论证了其从史前到
秦汉的演变过程，并全面概述区域内各分区的不同特征、
类型、传播等内容，指出原始拍印技术的产生是陶器制作
与审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或是通过分析纹饰特征来

探讨文化间的亲缘关系，如杜占伟等发现辽东地区的水
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都广泛
施有刻划的横线纹、短斜线纹、人字纹等，应当属于一
脉相传的同一文化系统，并以此为基点探讨该文化系
统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或是关注不同考古学文
化中陶纹的承继与发展，如盛起新认识到崧泽文化和
良渚文化两个看似不同的纹饰系统实际上存在相承关
系，良渚文化中陶纹的部分元素来源于崧泽文化的编
织纹，之后演变为独特的“良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改
造、加工，成为玉器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致力于
陶纹的重要类别——彩陶的研究，如赵宾福等将东北
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花纹样式整体分为 12 类，并划
分出 4 个阶段，得出东北地区“在积极吸收外来彩陶的
同时，自身也进行了创造”和“向外输出”的结论，进而
论证“彩陶成为连接新石器时代不同族群生活、艺术和
思想的纽带”这一观点；或是立足陶纹类型学开展研
究，如周丽将成都平原的史前陶纹分期，揭示其发展过
程，提出纹饰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其发展进程与陶器形
态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成
都平原史前文化的渊源。

伴随着科技创新与方法革新，陶器研究领域正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化学成
分测定等技术手段的引入带来了诸多变化，如通过解析
陶器的成分或结构，更准确地判定陶土来源，追溯陶器产
地和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智能识别、计量岩相切片
中的矿物，使大规模处理数据成为可能。这些变化自然而
然地对陶纹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研究突破传统。
有学者运用统计学方法将陶器纹饰和陶器形态量化处
理，从数据的角度解读陶器发展与纹饰变迁，结合定性和
定量两个研究尺度释读史前人群的生产与生活状态，逐
步趋近“透物见人”这一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在此情境下，
围绕陶器生产标准化或专业化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议
题，其中评判专业化生产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陶器
器表装饰的统一性，陶纹无疑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
关注对象。陈继玲等基于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陶器纹饰的
分析，表明该遗址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半专业化生产模
式，揭示出常见的陶纹是为了提高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附加品，而非制作者主观意识上为装饰进行的刻意
行为。同时有些学者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陶器的生
产过程，解析陶纹的施纹工具与方式，如西北大学的硕士
陈秋菊以东南沿海的贝制纹饰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考
古，模拟出贝齿印纹、贝划纹、螺印纹这三种典型纹饰，并
探究其类型、分布、发展过程及背后的原因和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在微痕分析技术的推动下，陶纹研究的精度得
以大幅提升，发现愈来愈多陶器表面残留的加工痕迹，最
近有研究成果表明留存的指纹印迹能够为阐释陶器生产
中的组织分工体系提供线索。

现阶段，史前陶纹研究已取得可观成果，与此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改进。陶纹按特征可以分为
阴纹、阳纹和彩绘三大类，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考古发掘简
报或报告中，不同的撰写者有不同的命名体系和习惯，有
人按照制作方式归为拍印、刻划、镂空、彩绘等几类，也有
人根据纹样形态的具象化特征命名为篮纹、乳钉纹、涡纹
等。这种类别混淆和命名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严重阻碍了
基于更大时空范畴的陶纹研究，宏观层面的讨论稍显不
足。针对这一情况，四川大学的吴闽莹选取新石器时代的
绳纹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
南方与东南亚这一广阔区域内绳纹的类型、年代、分期、
分区和谱系等展开系统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我国史前陶
器绳纹“一个系统，两大核心，三次扩散”的观点。实际上，
陶纹的制作方式不同、形象各异，有的纹饰还是复合型纹
饰，单一标准、不分层次、不成体系的命名是不合理的，也
很难支撑更深层次的研究需求，可以明确的是，目前采用
的命名方式和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另外，目前发表的史
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存在纹饰描述较为粗略、纹饰公布不
够详尽、重特殊纹饰轻普通纹饰、重彩绘纹饰轻其他纹饰
以及陶纹彩图少线图多等问题，且很多陶纹仅仅以拓片
的形式呈现，单一且精细度不足，这些因素为更详尽的分
类研究增添了诸多阻力。并且，往往同一种纹饰可能出现
在不同类型的陶器上，同一陶器上的纹饰可以分为主体
和次要纹饰，呈现出不同的排列方式，同种形态的纹饰在
制作方式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在陶纹足够丰富的情况下，
细致研究也许会有新的收获。同时，作为史前考古学研究
中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陶纹研究吸引了民族学、社会
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这些学科从审美意识、符
号意蕴、宗教含义等角度阐释纹饰背后暗含的深刻含义。
但需强调的是，这些探索与尝试必须建立在层位学和类
型学的基础之上，盲目的学科交叉未必助益陶纹研究，秉
持“从考古中来，向多学科中去”的研究理念，才能真正实
现融会贯通、相互借鉴的学术目标。

陶器纹饰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结晶，是陶器考古研究
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当前的陶纹研究，不仅聚焦在传统
意义上的文化互动与交融分析方面，也在不断地革新求
变，探索新的研究路径，众多研究逐渐关注生产分析、人
类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等角度。可以说，陶纹是史前考古
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宝藏，未来也值得学界投入更多的精
力，发掘这一重要遗存在考古研究中的潜力，势必要采纳
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如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
修复受损陶纹并提取，之后利用3D建模和打印技术实现
陶纹的复刻，从而建立中国史前分区、分时段的陶纹数据
库，在降低陶纹损耗的同时提升研究精度和广度。此外还
可以关注诸如陶纹变化与制陶技术、文化发展进程的先
后性、同种形态纹饰背后不同的制作方式等新课题，使陶
纹成为真正意义上可以链接史前“物－人－社会”的纽
带，促进史前陶器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3年8月至12月，笔者有幸参加了
国家文物局 2023年度田野考古实践训练
班（吉林大学）。参加本次训练班的有来自
全国 12家考古资质单位的学员 14名，其
中男性学员8名，女性学员6名。学员年龄
多在30～39岁之间，高等学历60%以上为
考古（文博）专业，参加考古工作平均 6～
10年。根据学员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基
本可以代表目前国内一线工作人员考古
发掘、整理以及初步研究的平均水平。通
过田野发掘期间学员之间的讨论和对大
家所完成发掘报告内容的对比，笔者对传
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下
面通过几个真实案例来做详细说明。

考古地层学方面

学员甲负责探方T1，T1北邻学员乙
负责的探方 T2，对于表土层①和宋金文
化层②，甲、乙两位学员均无异议，①、②
也是整个发掘区普遍存在的地层。②下的
遗迹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处遗迹现象横跨
T1、T2 两个探方，甲认为该遗迹现象是
上、下两个灰坑，且之间有打破关系，上部
灰坑内堆积可分为 2层，下部的早期灰坑
填土可分为 7 层。乙则认为只有一座灰
坑，灰坑内的堆积分层情况也与甲不同。
因此两人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讨论，双方各
持己见，无法说服对方。

笔者负责的探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在
探方的北壁（如图，已简化）①叠压②，②
被①下开口的灰坑 Ha、Hb 打破，且 Ha、
Hb 打破Hc。②较薄，厚 5～10 厘米，包含
物很少。Ha、Hb、Hc清理完成后笔者怀疑
是否存在②，有可能是因为①与生土面之
间的界面不明显，将过渡部分划成一个文
化层，如果判断有误的话，会不会Ha、Hc
本是同一灰坑，只是灰坑内部可以分层
呢？于是笔者请来指导老师和邻近探方几
位学员“会诊”，结果大家也达不成一致意
见。发掘结束后，笔者对Ha、Hc填土包含
（主要是陶片）进行仔细分辨，也没有发现
陶片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个问题始终
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考古类型学方面

因为有着相似的学习背景和工作经
验，学员们在发掘现场相互交流很多。田

野发掘结束后，学员们被分成四个小组，3
至 5 人为一小组，每个小组的探方均相
邻，合成一个小发掘区。同一小组内每个
人的原始发掘资料全部共享，然后每位学
员独立完成一份该小区域的考古发掘报
告。通常，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是由
一个团队共同完成，此次的训练班则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对比机会，下面我以新
石器时代的罐、钵、盆、瓶为例，选择同一
小组的三位学员（几位学员研究生阶段均
为考古学专业，从事考古相关工作年限
8～10年）的分类情况来作对照。为了更加
直观，现将部分相关资料以表格的方式展
示如下：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大家所用的分类
方法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器物口沿、腹部
等的形态特征作为标准，但实际的结果很
不一致。大的方面，学员丙按“类→型→亚
型”分成三级，学员丁相对简单按“型→亚
型”两级分类，学员戊则是按“型→亚型→
小亚型”分三级。细节方面，除了瓶三人都
分成重唇口和葫芦口两型外，盆、钵、罐分
出来的类型差异很大。

结语

通过上面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看
出，考古学常用的两个基本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粗线条地来看当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
从细节上来看，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可
小视。

对地层的划分和判断，大多数情况
下，虽然大家是比较一致，但当出现争议
时，学员之间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问题
要么搁置，要么统一听从工地负责人的判
断（这也是工地负责人一项重要的工作），
虽然表面达成一致，但有主见的发掘者难
免“口服心不服”。这不禁让我想起《夏鼐
日记》中的一段内容——“昨天（1935年 4
月 8 日）南区向东打探沟，发现一个椭圆
形坑，工人告诉梁先生（梁思永）‘这是废
井’，被梁先生骂一声‘胡说八道’，定说
是墓葬，今天发掘的结果，是废井无疑，
可见有时工人的经验，比一个考古学家
还有用。”

关于类型学，三位学员相同的地方是
都将小口尖底瓶分成两型，所有器型也都
没有进一步分式；不同的地方是盆、钵、罐
三种器物虽然大家都以器物口、腹形态来
分类型，但“弧、鼓、斜、直、卷、翻”等形容

词，再加上“略、微、较”等程度副词，主观性
太强，无法统一标准，也就很难去评判到底
哪种分类方案更优秀，结果只能是各说各
话。笔者直观的感觉是，虽然我们对器物
的分型花了大量时间，但相较于我们的分
类，发掘报告中的器物图和照片价值更
大，因为它们更客观。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的
是，从理论角度来看，考古
地层学与类型学本身并没
有问题。笔者想表达的意思
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虽然
都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而
来，但在考古学中它们的主
观性要比地质地层学与生
物类型学强得多；当然，考

古学也并不像一些前辈学者开玩笑说的
那样——“考古考古，连蒙带唬”。与很多
其他人文学科相比，考古学又是最强调客
观的一门学科。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重庆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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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纹 探 古
——浅谈我国史前陶器纹饰的研究

王宇慧

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实践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以2023年吉林大学辕村田野考古训练班为例

何文竞 刘娟 卢烈炎

学员丙

罐

钵

盆

瓶

鼓腹罐

弧腹罐

直腹罐

弧腹盆

浅弧腹盆

鼓腹盆

小口瓶

A型：卷沿

B 型：折沿，
方唇

A型：侈口

B型：敛口

A型：弧腹

B型：折腹

C 型：曲腹，
敛口

D 型：斜腹，
敛口，叠唇

A型：侈口

B型：敛口

A型：重唇口

B型：葫芦口

Ba型：斜折沿

Bb 型：沿面近唇缘有一
周凸棱

Aa型：卷沿

Ab型：翻折沿

Ac型：折沿，尖圆唇或圆
唇，唇面有凹槽

Ad 型：折沿，沿面内凹，
唇面一周凹槽，与沿面交

界处形成凸棱

Ae型：折沿，方唇

Af型：折沿，沿面内凹近
子母口状，圆唇

Ag型：平折沿，沿面窄，圆
唇，唇面中部有一道弦纹

Aa型：敞口，圆唇

Ab型：敛口，圆唇或尖圆唇

Ab型：斜折沿

Ac型：折沿，沿面略外卷，
圆唇

Ba型：叠唇

Bb型：斜沿，圆唇

Bc型：近平沿

Aa型：双唇明显，上唇较
高，下唇较宽

Ab型：上唇略凸出

Ac型：上唇不明显

学员丁

罐

钵

盆

瓶

A 型 ：鼓
腹罐

B 型 ：深
腹罐

A 型 ：弧
腹厚唇

B 型 ：弧
腹圆唇

C 型 ：斜
腹圆唇

A 型 ：斜
腹盆

B 型 ：鼓

腹盆

A 型 ：重
唇口

B 型 ：葫
芦口

Ba 型 ：深
弧腹罐

Bb 型 ：深
斜腹罐

Ba 型 ：宽
沿鼓腹盆

Bb 型 窄
沿鼓腹盆

学员戊

罐

钵

盆

瓶

A型：弧
腹

B型：鼓
腹

C型：斜

直腹近

筒状

A型：无
口沿

B型：有
口沿

A型：弧
腹

B型：浅
弧腹

C型：近
斜直腹

A型：重
唇口

B型：葫
芦口

Aa型：折沿

Ab型：卷沿

Ac型：矮沿，沿
面不突出，与腹
部分界不明显

Ba 型：沿面有
凹槽

Bb 型：沿面较
为平直

Aa型：弧腹

Ab型，折腹

Ba型：平折沿

Bb 型：斜折沿
与外壁相接

Aa型：侈口

Ab型：敛口

AaⅠ型：沿
面有凹槽

AaⅡ型：沿
面较为平直

AbⅠ型：沿
面有凹槽

AbⅡ型：沿
面较为平直

学员何文竞负责探方北壁剖面图

同一小组三位学员器物分类对照表


